
第 79 卷第 3 期 2026 年 5 月
Vol. 79 No. 3 May 2026 033 ~ 045

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认知与形象呈现
（1934-1936）

王 川 智凌燕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为当时国内外媒体

广泛报道。回顾同期英美报纸的报道，可以归纳出英美报纸所建构的红军长征形象。英美

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长征初期的无知、失真到长征中期的质疑、猜测，再到较为清

晰、客观的历史演变；对红军长征的认知，亦从初期抽象模糊敌视的“赤匪”“叛乱”，逐渐转变

为中期的“农民”“游击”，后期逐渐树立起“红军”“行军”“抗日”较为中立客观的“红色运动”。

汰除英美报纸的立场偏见、新闻消息不全、用词不当等因素，其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在一定程

度上树立了红军长征的较客观形象，发挥了粉碎国民党政府谣言、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

中国、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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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夺取万里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

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前言P3）。目前研究国外报道的成果不

多，值得进一步探讨［2］。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当时在亚洲拥有广阔殖民地，美国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欲获

远东及太平洋优势，二国高度关注中国。而红军长征作为影响中国走向的重大事件，成为英美研判中国形势

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其报纸频繁报道红军长征，为其维护远东战略利益服务。英美报业发达，20世纪初英语

报纸垄断国际话语体系，各国多借其了解中国，舆论引导力强［3］（P3）。中共及红军长征的国际形象，除“自塑”

之外，英美报纸报道的“他塑”亦是重要部分，其实时新闻视角的“他者”追踪报道，相较同期外国著作更具时

效性、同步性与持续性，能更全面反映红军长征在世界传播的全过程。

为客观研究英美报纸的红军长征报道，本研究以英美报纸数据库、《纽约时报》数据库、《泰晤士报》

数据库、英国报纸档案数据库为基础，以 1934年 7月至 1936年 12月为时间范围，以“Chiang Kai Shek”

“Communist”“Red”为核心关键词，搜获报道 8420篇；经人工逐篇筛选主题关联性、剔除同质重复内容

后，可得有效报道2082篇。本研究聚焦《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英美主流大报，辅以各类报纸，尽最大

可能保障研究样本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辛亥革命后，英美的几家重要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纽约先驱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

大报，在京沪两地派出常驻记者或特派员，并在沿海城市指派传教士、外交官、旅行者、商人任通讯员，形

成了一个庞杂的搜集和发布新闻的松散组织［4］（P94）。因此，在华的英美两国记者是向世界报道红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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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主体。美联社的哈里斯①和巴布②、《纽约时报》的斯蒂尔③、美国合众社的记者费舍尔④和利夫⑤、英国

《泰晤士报》的弗雷泽⑥等在华的英美国家记者，见证和记录了红军长征过程，多篇报道不仅为当时读者

了解中国提供了丰富信息，也为学界研究长征留下了宝贵资料。

一、英美报纸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红军长征形象的认知历程

理查德·韦斯特等学者指出，形象依赖于传播［5］（P33），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呈现出红军长

征的国际形象。本文运用 voyant-tools文本分析平台分析出高频词与高频词的常见搭配来解读英美报

纸，探讨其对红军长征报道文本的词频及词语间的关系，以此阐释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态度认知及话

语倾向，梳理出在长征前期、初期、中期、后期⑦英美报纸认知中共与红军长征形象的过程。

（一） 长征前期模糊抽象的形象

西方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共认知模糊。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自此在华外国

记者才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6］（P34-P35）。然此后有关中共的报道，大多笼统不清［7］（P17），直到

20世纪30年代，“在1930年后，蒋介石加强了反共运动，直至红军被迫从江西大转移，在这期间有关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混杂着大量的无稽之谈，就连专门的政府专家也无法将这些报道去粗存精”［8］ 

（P145-147）。

1934年8月美国《堪萨斯城之星》介绍《中华苏维埃》一书，作者称其虽试图了解中共，但阻碍极大，

相关信息多为道听途说［9］。这也说明此时外界对中共的认知欠缺，这也是英美报纸中中共形象模糊不清

的原因。随着中共逐渐发展壮大，英美持续报道中国动态，中共与红军形象才逐渐具象化。

（二） 长征初期所谓的“赤匪逃窜”

在1934年10月底，中央红军踏上征途时，英国《泰晤士报》11月3日报道“约4万赤匪正从福建、江西

向西迁动，他们边走边抢，打算经过贵州前往四川建立苏维埃政权”［10］。《纽约时报》9日报道“共产党人从

福建和江西西迁，并沿途抢劫”。这是英美报纸最早的长征报道，英美民众从此时开始知晓红军正在大

转移，但这些报道体现了此时英美报纸对中共和红军长征的认知局限性。分析这些报道的新闻来源，可

知其大多来自国民党的官方报道，自然其报道红军长征也就无法客观公正了。这些报道树立起了英美

国家受众认知中共如“土匪”，红军长征如“沿途抢劫”的负面形象。

同年11月底，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抵达广西境内湘江边。《泰晤士报》报道：“江西的共产党组织已经

瓦解，红军已经成了乱窜的团伙，而不是有固定行动基地的军事单位。但他们仍然控制着闽西、赣东的

几个设防城镇。”［11］ 五昼夜浴血奋战之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日强渡湘江，冲破了封锁线。多家

英美报纸于12月5日进行了报道，如《泰晤士报》称：“国民党军队在湘桂边境与共产党军队发生了激烈

的战斗，有1万多名红军伤亡，2千多名红军被俘；2万名红军试图渡过湘江，又有1千多名伤亡，红军损失

① 莫里斯·哈里斯：美联社记者，1923-1938年任美联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期间深度报道了中国。哈里斯反复报道了红军长征，近40家美国报纸刊登

了哈里斯于1935年1月18日以“向红军宣战”为题的报道。

② 格伦·巴布：美联社驻华记者，在华16年，所写文章被美国多家报社报道，称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军事撤退。他以一位美国记者视角

客观公正评价了红军长征，得到了美国多家报纸的报道，对红军长征正面形象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③ A. T. 斯蒂尔：美联社、《纽约时报》等报的驻外记者，对红军长征多有报道，如报道了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挺进湘中，发布了萧克、王震、夏曦

与红六军团部分指战员的合影。

④ 弗朗西斯·费舍尔：1933年至1935年任《北平纪事》编辑、1936年至1941年任合众社北平、重庆分社社长，与斯诺夫妇熟识。费舍尔同情中国学生

和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通过合众社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增强了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救国运动的理解和支持。

⑤ 厄尔·利夫：美国记者，20世纪30年代前往日本和中国，为《时代》杂志、《星期六晚邮报》驻华记者，也为合众社工作，多次报道中国共产党及红军

长征，1938 年深入中国共产党后方，为毛泽东、周恩来拍摄照片。

⑥ 大卫·弗雷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多次报道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华期间多次与英国探险者贝利通信，讲述在华经历和对中国时局的观察。

⑦ 本文借鉴石仲泉的长征五阶段划分法（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2007），以1934年7月—1936年12月为长征基本时间段，以中央红军活动为主线，以

遵义会议、哈达铺会议这两个长征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为核心时间节点，将长征划分为初期（1934.7-1935.1）、中期（1935.1-1935.9）、后期（1935.9-
1936.12）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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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 ［12］这些报道认为蒋介石的“围剿”产生了效果，蒋介石已经取胜。随着国民党的虚假宣传，中共被

妖魔化，加深了英美两国对共产党的敌视情绪。

（三） 长征中期“农民运动”的形象

长征初期英美报纸“妖魔化”了红军长征，但局势发展让英美报纸产生了质疑。美国报纸1934年12

月质疑蒋介石宣传“胜利”的真实性：“过去一个月，南京官方两次报道占领中共控制的江西瑞金。蒋介

石目标为包围消灭江西红军，但其军事目标疑似落空——没有任何一场战斗足以证明红军被消灭。农

民运动持续胜利。”［13］

中央红军于1935年初西渡赤水，《每日先驱报》报道有红军入川，“更像农民运动”，实力较国民党宣

称的“失败”状态更强［14］；3月美国合众社文章指出，蒋介石“围剿”致中国巨大伤亡与财政压力、民不聊

生，却不能彻底取胜，反而使中共崭露头角［15］。随着国共局势变化，更多报纸质疑国民党宣传，同月《每

日先驱报》质疑中国中部局势——共产党是被推翻还是撤退？此事如谜团，政府军多年努力无果，去年

秋在江西虽击败共产党，却未俘获其主力［16］。《每日镜报》3月报道指出，中国形势不断复杂化，不应只听

信国民党政府一面之词，应派记者前往江西等地了解实情［17］。

1935年红军南渡乌江，前锋进逼贵阳。英国4月初报道：“政府军在贵州与红军作战，约 3000人丧生

后撤退至贵阳30英里外。南京政府多次宣称将消灭红色威胁，却始终未能实现——共产党虽在一地撤

退，却会在另一地活跃；多年来政府军持续打击，红军向内陆撤退并游击扩大活动，此前政府军宣称的胜

利也被证明为时过早。”［18］“红军击退政府军”事件引起了英美媒体的关注，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宣

传的质疑，但因信息渠道有限，大多消息来自国民党政府不实的报道或道听途说的传闻，而驻华记者无

法获得一手消息，故此时英美报纸报道常自相矛盾。8月美国报纸指出：“国民党当局宣称共产党已被消

灭，而与事实矛盾的是共产党智取政府军后，游击入川。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全貌，始终缺乏客观可

靠报道。”［19］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华的外国记者越来越疑惑国民党对红军污名化的宣传，不再认为中共是

打家劫舍的“土匪”，朱毛红军有“相当好的训练和组织”［20］。

长征中期随着局势的变化，英美报纸在反思各自报道的自相矛盾之处、质疑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

后，对中共和红军看法逐渐产生了变化。他们在长征中期对于中共与红军长征的认知变为“农民”“游击

队”“武装斗争”。英美通过对中共及其红军的称谓变化也可以看出来，此时高频词变为“China”“Com‐

munism”“Peasant”“Guerilla”等，与高频词搭配的是“Peasant Forces”“Peasant Rebels”“Peasant Guerilla”，

见图3-4。这一称谓变化，传达出英美报纸质疑国民党舆论宣传及努力寻找真相。高频词的转变与报道

图1　红军长征初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词云图 图2　红军长征初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常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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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见的质疑，也是国民党不实宣传渐失英美报纸信任的表现。这一阶段英美报纸或从正面或从侧面

的红军报道，使得红军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开始出现于英美报端，利于英美民众进一步了解红军长征与

中共。

（四） 长征后期红色运动的形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彼时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因日本侵华严重损害英美

在华利益，英美报纸聚焦中日关系，抨击蒋介石亲日态度，如报道其“拒绝抵抗日本”［21］“为利益出卖国

家”［22］。与此同时，英美对中共抗日主张给予更多正面报道。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立场上一直支持

国民党政府的《纽约时报》1935年11月指责国民党对日本侵华的不作为，称“一个具有人民支持和信任

的政府才可能把国家团结到最后一战。而南京政府则不能”。同时，又指出中共“获得了新的号召力

——爱国主义”。两相比较，《纽约时报》隐约地表现出对中共政策的默许［23］。美国报纸《明尼阿波利斯

星报》指责国民党卖国反共，存在亲日的险恶用心［24］；美国《滑铁卢信史报》刊登记者费舍尔《中国的红军

为了国家而受人尊敬》等文章，较客观报道了中共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组成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

族抗日统一战线［25］。

此时，《泰晤士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与土匪也做了区分，认为“一支苏维埃军队和一帮土匪是不同

的，区别在于他们行为上的动机是与土匪不同的”［26］。其他英国报道也认为“红军充满战斗力，纪律严

明，与国共军队的形象呈明显差异，并且该报还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虚假新闻使得人们无法洞察真相，国

民党当局常在战斗前就宣称获得了胜利。”［27］

1936年5月，记者利夫文章《日本的威胁使中国转向红色》发表［28］，他是“战争开始以来唯一深入红

区的外国记者”。利夫赴晋调查，虽未接触中共党员，但实地认识到中共的民意支持、抗日主张深入人

心，转变了对红军的看法。该报道也是英美报纸刊登的首篇驻华记者红区采访一手资料，早于埃德加・

斯诺延安之行。1936年12月，美国《比林斯公报》刊登了记者巴布的文章，提到巴布为了报道红军长征，

深入红区收集信息，这篇报道是红军长征以来较为公正客观报道长征的最早文章。该报道回顾了中共

发展历程，称红军长征为“军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撤退”［29］。

可见，越来越多外国记者不再信中共是“红匪”“赤匪”的说法，努力打破新闻封锁寻求真相，这是长

征初期、中期所没有的现象。他们的努力让英美报纸有了更多信息渠道，得以向国外读者呈现看待中共

与红军的正面视角。这一阶段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高频词已经转变为“Red”“Troops”“Japa‐

nese”，与高频词搭配的短语为“Red Troops”“Red Communist”“Red Army”“Anti-Japanese”，见图 5、图 6。

此时报道“赤匪”等负面词语称呼红军已少见，用词也更趋客观中立。可见，随着亲历长征的传教士与外

图3　红军长征中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词云图 图4　红军长征中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常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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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记者入华采访，英美报纸的红军报道渐趋客观，高频词变化也反映出其对红军长征认知的转变。报道

中红军精力充沛、纪律严明、行动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寓含对红军的某些认可。长征后期日本侵

略加剧，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被揭露，报道中“共产党”“红军”常与“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消极态度”等

关联，中共积极抗日形象凸显，正面形象逐步形塑。

20世纪30年代初，英美驻华记者开始关注中共，但认识较模糊，视为“红色威胁”“中共恐怖”。长征

初期，因国民党新闻封锁与污名化宣传，且记者无法亲赴前线，其新闻消息渠道只能依靠国民党官方，英

美报纸对红军长征报道多不准确、立场不客观，塑造的形象为 “赤匪”“逃窜”。长征中期，红军不断向西

推进，在战斗中取得胜利，英美报纸开始质疑国民党消息，出现揭穿其虚假宣传的报道，外国人士对国民

党产生怀疑，此时中共与红军形象为“农民”“游击”“武装斗争”。长征后期，因对国民党宣传质疑加深，

斯诺、利夫等驻华记者开始寻求真相，而中共也打破封锁发声，同时日本侵华加剧，英美国家对中共态度

逐渐转变，英美报纸逐渐有或客观或正面的报道与评论出现；由于这些记者的亲身经历和新闻报道，红

军长征的真相被英语国家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此时形象归纳为 “抗日”“红军”“行军”。综上，英美报纸

对红军长征的形象呈现，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妖魔化负面形象到中共组织严明、红军英勇、积极抗日的正

面形象的转变。

二、英美报纸建构红军形象的剖析

分析英美报纸报道红军长征文本的词频、内容，可见其向读者呈现了红军长征的大致历程与活动

等。这些报道从政治、军事、纪律作风、领导人形象等方面给红军“画像”，构成了英美报界的红军印象。

剖析这些报道，分离出其不客观的部分，间接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媒体对中共、红军的妖魔化宣传，

推动了红军正面形象的建构。

（一） 政治形象

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在政治方面涵盖了中共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等方面，使读者认识到

中共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代表中国广大农民利益的民主政权，与国民党政府性质截然不同。

1. 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农民运动

长征初期，在英美国家的认知中，中共的政党形象不清晰，但已发现中共与苏共的不同。如英国《环

球》报驻华记者格林沃尔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一样。他指出中国共运

是农民对地主的反抗，是农民与地主的运动［30］。1935年7月，美国《每日新闻领袖报》指出，中国共运有

中国特色，有别于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31］。当年3月，《每日先驱报》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更像是一场农

图5　红军长征后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词云图 图6　红军长征后期英美报纸对其报道的高频词常见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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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动”［16］。长征开始后，随着中共不断取得斗争胜利，英美报纸渐将中国共运视为有中国特色的“农民

运动”，认为系由中国的贫穷滋养产生，融合在农民起义形式中，有别于苏联，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农民

运动”。

2. 在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政府”

英美报纸屡次报道中共建立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政权，中共是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1934年 7月，《每日先驱报》报道：“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其本质就是土地革命，共产党带领农民获得土

地，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32］英美报纸报道中共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和一套完备的土地分

配法，向读者展示了中共积极的土地改革政策，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33］。中共向农民宣告，“土地

是人民的，不是地主的” ［34］。

美国《伊萨卡日报》转载了《亚洲》杂志文章，详细评论了中共革命，称“在农村地区，共产党人树立了

自己的旗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使得共产党人有一个优势——那些在他们队伍中战斗的农民不会逃

跑，他们忠于共产党，而蒋介石的士兵却把蒋看作是军阀，他们愿意在他的旗帜下掠夺，但不会为他卖

命”［35］。这说明中共土地革命得到了农民的拥护。1935年4月《约克郡报》报道，“中国共产主义有革命

特征。中共在乡村清算地主并分田地给农民、推新举废旧制，其政党和军队高效，共产党的治理让民众

生活变好” ［36］。《泰晤士报》报道中共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党”［37］。

从上述英美报纸对于中共土地政策的报道可知，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

共采取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消灭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生活，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壮大了红军的

力量。

3.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英美报纸观察到红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1935年《伦敦新闻画报》明确指出，“共产党人都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38］。《每日镜报》则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学、是一个稳固的工农专

政政权，有一个充满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主席”［17］。《泰晤士报》1936年初报道了红军释放传教士海曼的见

闻：“共产党人，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带有五角红星的帽子，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学习马克

思主义，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39］海曼亲历长征的描述，展现了红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反映出

中共重视对红军的理想信念教育。1935年11月，《全球》报道：“红军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认

为共产主义是最适合他们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和活动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40］

4.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党中央从1935年底起调整政策，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贝尔法斯特电讯》同年12月报道，

“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群众共同抗日，讨伐日本，从日本手中拯救国家，并谴责南京政府的失职”［41］。

1936年6月《每日先驱报》的“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议加入抗日战争”专题报道，呼吁国共召开和平会

议，商议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指出“共产党人提议停止战争，团结起来消灭日本人”［42］。在英美

报纸的报道中，中共坚决抗日与国民党对日持续不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如 9月 26日《苏格兰人报》指

出：“因日本连续侵占中国领土，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情绪。中央政府首

脑蒋介石将军多年来一直利用他的全部影响力让他的人民意识到，与日本妥协才是唯一的生存机会。

与南京政府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共产党人的态度，面对日本不断进攻，共产党人一再提出与蒋介石共同抗

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始终态度不明。”［43］

在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之际，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威胁到本国在远东、中国的利益，

英美对日本侵华的“中立”态度，逐渐转变为谴责和反对，对中共一致要求抗日的主张表示支持。1936年

2月《泰晤士报》总结说，“现在人们得出结论，把日本拒之门外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某种形

式的共产主义对于唤醒中国、制止腐败和军阀是必要的”［44］。《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指出，“抗日立

场已成为红军的主要政策之一”［45］。《布鲁克林鹰报》报道，中共完成了“史诗般的长征”，调整了对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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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政策，放弃了“反蒋”口号，呼吁国民党共同抗日［46］。

可见，中共顺应时局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倡导全民族团结抗日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受到

国内各界的广泛拥护，在英美国家民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形象，这有利于英美国家民众对中共以及

红军长征的全面认识。

英美报纸对于中共性质和政策主张的报道，客观反映了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代表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带领受剥削的劳苦大众革命挽救民族存亡的事实。中共领导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

革命，而苏联革命更多是由工人阶级发起和主导。中共在农村地区展开土地革命，以农民为主力，推动

社会变革。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共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态度迥然不同，塑造了中共信仰坚定、捍卫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

（二） 军事形象

长征途中，武器简陋、人数不多的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而且遭遇了艰

苦的自然环境与生存条件，仍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红军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顽强的战斗力、不畏

困难的精神面貌，塑造了良好的军队形象。

1. 年轻的队伍

红军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1935年多家英美报纸在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中曾质疑：红军真的是“无知

的农民”组成的吗？为何国民党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围剿”却不能消灭？1935年底《泰晤士报》分析

了红军战斗力强的原因，称“红一、三、五军团是红军的核心军团”，士兵坚韧、纪律严明、机动性强且声誉

好。15-40岁当地农民与工人被征召入伍，15岁以下男孩先加入“青年先锋队”。红军由青年主导，领导

人多为年轻中国学生（运动中高度重视青年），不少人曾在莫斯科列宁大学或伯力同类机构受训，当局称

其有几名外国顾问。红军领导人能力强且多真诚，部队腐败现象少于中国其他同等规模军队［47］。

上述新闻报道认为，红军主力是青年农民和工人，大部分军官接受过良好教育，领导能力强、作风优

良。1936年7月，英国《纪事晚报》报道东征红军的队伍组成为：东征红军“抗日先锋队”几乎全部战斗人

员都是16-22岁的年轻人，年纪大的要么在前方做宣传员，要么在后方做行政或者后勤［48］。

这些报道都反映了红军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青年农民与工人为主的年

轻队伍。这支队伍的领导者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军事和文化素养。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

报道之中，对红军将士的素质、军官和领导人的来源、学习经历等均用语中性，甚至有所赞赏。

2. 优良作风的人民军队

英美报纸多次提到红军是受人民支持的军队。《泰晤士报》指出，“红军战士认为他们是人民的军队，

为人民战斗”［49］。1934年8月，美国《工人日报》报道，“在美国财政支持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进行了连

续的反红战争，且多次被苏区红军击败。南京军队中很多士兵离开国民党军队加入红军，政府官员无奈

地承认红军得到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50］。1934年7月，《纽约时报》也报道了中国各地人民从内心到行

为上，对于红军的欢迎态度［51］。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两家报纸，则报道中共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领土

和人民”［52］，“更有凝聚力”［53］。

可见，中共和红军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真心为群众服务，获得人民支持，这让英美报纸观察

到，蒋介石政府脱离群众，不能激励人民，中共更有效地赢得了民心。

长征时期，中共重视红军纪律作风建设，红军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严谨的作风， 《泰晤士报》1936

年2月报道红军组织有力，纪律严明，实际上纠正了初期对红军长征“边走边抢劫”的不实报道：“红军占

领下的所有城镇和村庄都设有下属委员会。共产党人从农民那里拿走的一切东西都用白银支付。”［39］而

一向敌视共产党的外国传教士在与中共的接触中，也曾肯定中共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红军战士严明

的纪律让传教士深受感动［54］。除报道共产党员纪律严明、作风严谨、生活节俭外，英美报纸也关注到红

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如《泰晤士报》报道：“共产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游击战，只有在得到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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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才能成功地进行游击战。而共产党与人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他们证明了自己

的实际能力，并建立了一个让人民信任的政府。”［55］

上述报道说明，当时了解中共、红军的英美人士不多，却屡次报道了红军不断战胜国民党军的原因，

在于红军有效的作战方式和严明的纪律。此外，红军与群众关系密切，爱护百姓秋毫无犯，即使在困难

的情况下也不擅取百姓财物，获得的物品也会付钱，因此，《纽约时报》也向民众描述红军“初到县城，宣

扬民生，军纪严明，并非土匪，分地给百姓，受到百姓的欢迎”［56］。这与国民党军纪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红军自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3. 物资与装备匮乏

红军长征中物资极度匮乏。1935年11月，《泰晤士报》报道：“红军士兵工资低、几乎没有军饷，且装

备差。”［49］美国《时代论坛报》指出：“红军缺乏食物，几乎没有制服，不得不靠缴获的弹药，但他们得到了

劳动人民的支持。”［57］《泰晤士报》1935年3月报道了在黔西北转战的红九军团：“红军正位于贵州的西北

部，他们没什么辎重，弹药非常短缺，装备简陋。”［58］ 美国《晚星报》讲到，“红军缺乏武器装备，他们主要的

武器来源是来自收缴国民党军的武器”［34］。《伊萨卡日报》转载《亚洲》杂志说，“红军既没制造步枪和大炮

的技术，也没有能力进口军火。他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从战败的南京军队那里获得的”［35］。蒋介石也承

认，“过去红军的主要弹药供应来源是战败的政府军”［59］。

可以看出红军军饷匮乏，物资短缺，条件艰苦，武器装备简陋，但是红军战士不畏困难，英勇斗争，宣

告蒋介石当局围追堵截政策的破产，向世界展现了红军顽强的精神风貌。

4. 战术灵活轻便

判断军队形象的重要标准是是否善于打仗，能否打胜仗，而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于指导

思想和战略战术是否正确。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却无法阻止红军，1934年7月《每日先驱报》就归纳

了原因，“红军很高效，他们制定了一种以机动性和奇袭为基础的非常规作战战略，让蒋介石的正规军感

到困惑”［60］。《泰晤士报》赞成这一分析：“红军虽没有大炮和汽车，但这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使得红军在山

区的行为更为灵活轻便。”［61］同时期的英国《卫报》［62］《纪事晚报》［48］都报道红军规模小、武器差，但却战斗

力强。他们取胜的原因在于红军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们擅长游击战，适合在山区作战。1935年10月美

国《苏城日报》报道了战斗力极强的红二、六军团：“贺龙建立了一支相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支部队外

表平淡无奇，但在游击战的所有非常规的战斗方式中都经历过磨炼。凭借惊人的急行军速度，军队多次

出其不意地击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贺龙麾下的战士人数估计各不相同，张学良将军称，至少要有10

个师才能消灭湖南西北部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这部分游击队战士有多么强大。” ［20］这

一报道，高度评价了红军战术灵活且战斗力强，以经游击战磨炼的非常规作战方式为特色。因此，美国

武官史迪威也坦言，红军是游击战的行家里手［63］。

上述英美报纸的报道可知，长征途中红军物资匮乏，武器装备落后，还要面对自然环境挑战与国民

党的围追堵截，但是红军结合行军实际，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灵活的战术与高效的作战方式，不断取得胜

利。英美报纸屡次报道了红军行动高效，指挥得当，体现了红军较强的主动性、灵活性，展现了红军不畏

艰难、有勇有谋的良好军队形象。

（三） 领导人形象

如前文所说，英美报纸报道红军能与国民党军队抗衡，能打胜仗，原因之一在于拥有出色军事人才。

红军长征1935年4月在贵州取胜时，一些英美报纸感到不可思议，分析红军取胜原因在于“红军领

导人有出色的军事人才，且各个将领之间配合默契，目标一致，团结一心，对部下亲切”［36］。而在长征中

后期，《泰晤士报》报道红军与国民党军的战况时，也逐渐出现对中共领导人的正面评价：“红军队伍中，

红军领导人都受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似乎比蒋介石的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要厉害很多，

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甚至可以化失败为成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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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胜利结束长征之后，中共领导人逐渐引起了世界关注。《泰晤士报》报道，在

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消除了特权，红军指战员与士兵同甘共苦，“红军军队纪律严明，领导干练。一些将

领在俄罗斯接受过完整的军事训练，他们的行动，特别是游击战的表现非常出色。红军将领有时表现出

非凡的勇气和谋略。红军的坚强精神弥漫在军中；在着装、口粮和工资方面，官兵间没有区别，官兵除职

位不同，其他都一样，他们之间较为平等”［64］。美国报道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

斗，是为了民族和人民而战的，有着高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共产党军队领导人充满智慧，凝聚了一支充

满战斗力的部队，受到人民的拥护”［65］。

上述报道向英美读者介绍了红军领导集体，当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不少驻华外国记者，例如英国

《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斯诺［66］、英国合众社特约记者利夫［28］、美联社驻华记者巴布 ［29］等人，怀着对中国

革命的诸多疑问，突破消息封锁、深入实地开展采访与调查，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以亲身探访与客观记录

逐步揭开了中共与红军的神秘面纱，红军领导人的个人报道亦开始出现，如：

毛泽东，43 岁，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他一生都在中国度过，他显然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点

也不像南京贴上的“强盗”标签，和其他“红军指挥官”一样，他没有薪水，与部下过着最简朴的

生活。［67］

毛泽东，这个在很多地方都享有阿提拉或成吉思汗之名的男人，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而

不是一个浴血的战士。他好学不倦，对军事和政治形势有着精湛的判断。［68］

其他领导人的报道如：

周恩来 CHOC EN-LAI，现年 37 岁，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曾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会

说法语、英语、德语。［66］

朱德毕业于云南军校，战后不久与妻子赴德国学习。他在那里待了四年，在德国由共产

党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到俄罗斯学习，在大约十年前回到了中国。［69］朱德以前曾在四川

地区指挥红军。朱德十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情况，以至于他并不适合在国民党政府工

作。［70］

贺龙是红军的铁腕指挥官，他领导的军队以其铁一般的纪律著称。［20］

上述报道涵盖了红军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多方面，成为红军长征时期中共领导人的画像，通过

“不怕牺牲”“有着非凡的勇气和谋略”“受过良好教育”“精明睿智”“清廉简朴”的形象描述，让英美读者

看到了与过去印象中不一样的中共领导人形象。

通过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不断报道，英美读者对红军的看法也更客观。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可从

英美两国读者的阅读反馈中得以体现，如1936年7月英国《格洛斯特郡回声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读者

批判了报纸前期对长征的不实报道，指出中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者［71］，体现出此时读者心中的形

象；另一封读者来信则反映出读者在批判不实报道、接触多元客观信息后，对中共及红军形成了更为理

性、朴素的认知，指出，“通过《卫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混乱相比，中华苏维

埃政府是高效率且组织良好的”［22］。

因此，纵观国外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剔除不客观成分，这些报道向国外读者展示了红军不

是国民党污名化宣传的“赤匪”，也不仅仅是“农民军”，而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

想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中共客观分析了国情，通过建立革命根据

地，实施土地改革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专政政权。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为主要矛盾时，中共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捍卫民族利益。红军虽然装备

落后、缺乏后勤保障，但心怀革命理想，敢于牺牲，军事素养出色，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紧密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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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正是英美报纸越来越多有关共产党与红军的正面

报道的出现，外界对红军了解也日益增多，认识越来越全面、完整、客观。

三、英美报纸相关报道所塑造红军长征形象的历史作用

红军长征创造了军事奇迹，产生了巨大影响，向英美受众呈现出了中共的正面形象，彰显了中共思

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风上联系群众、纪律严明。长征过后社会民众对红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党的真实形象得以广泛传播，这对开启中国革命新局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局面的产生，也

与英美等国际社会对于长征的新闻报道有一定关系。

（一） 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客观上有助于红军长征正面国际形象的建构

长征前，受环境条件和信息渠道限制，国际社会对中共了解甚少，加上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与妖

魔化宣传，使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偏见。国民党官方报纸每日登载诬蔑红军的负面消息，称其

为“赤匪”“共匪”。英美报纸因缺乏一手资料，只能依据传闻和国民党报道，在长征初期出现诸多如“共

产党终于垮台”等不实报道，反映尚不客观。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片面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巴布、费舍尔、利夫等驻华

记者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共与红军，并向世人陈述其实情。因此，他们在长征中后期，试图打破新闻封锁，

寻找真相，推动了英美报道趋向客观，出现了既有介绍战况的“共产党占领中国西部”［14］、“红军击退政府

军”［18］等报道，也有向民众解读共产党及其红军的报道，如“他们是共产党人”［17］、“中国的共产党人”［36］

等 。英美报纸的连续报道，粉碎了国民党谣言，塑造了中共及红军的新形象，逐步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

的同情，并带动英美社会对中共的了解日益客观、真实，有助于红军长征正面国际形象的建构，使世界民

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二） 报道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客观上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红军长征期间，英美报纸的早期报道集中于报道红军长征路线与方向、军事战斗等。随着日本侵华

加剧，英美在远东利益受到威胁，同时，蒋介石政府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中共的抗日宣传与主张，中国抗

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英美报纸开始正面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中共、红军的看法逐渐发生了

变化。

英美对于中共与红军从长征到投身于民族抗战的报道，从另一个角度也促进了中共路线、方针政策

的传播和宣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关键期，英美政府受舆论影响，逐渐反对蒋介石主张、支持中

共建统一战线的提议。英美向世界展现中共为统一战线的努力，及其中共救亡图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的主张，客观上有利于树立中共积极的国际形象，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对于抗击日

本侵略的重要作用。

（三） 打破民族地域的限制，极大鼓舞了人类的解放事业

去除英美报纸立场差异、叙述不确、用词不当等问题，他们对红军长征的新闻报道，在无形间推动了

红军长征形象的国际传播，并鼓舞了努力于解放事业的世界各国人民。

1936年7月，英国《格洛斯特郡回声报》刊登“何为爱国”的一篇主题文章谈到，谁是国家的敌人？是

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法西斯侵略而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还是通过向外国出售武器而获得巨额利

润的人？在中国，工农红军正在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国民党政府为了自身利益

出卖国家讨好日本。文章肯定了红军为全人类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认为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而1935

年3月22日澳大利亚《每周工人报》报道称：“尽管有蒋介石的雇佣军、帝国主义的炮艇、英国的坦克、德

国的将军、美国的装备、日本的飞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仍激励着我们，澳大利亚的工人受到鼓舞，将支

持中国工人农民与国民党作斗争。”1936年7月24日，英国《格洛斯特郡回声报》的读者在报纸专栏中写

到“当今世界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之下。侵略者是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分子。我建议那些热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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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同胞并保护他们免遭法西斯毒气摧残的人们，与苏联、中国、法国和其他共产主义运动国家爱好和

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争取集体安全和社会进步。”

红军长征的这些英文报道，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解放事业的战士不仅认识到真实的中共、红军长

征，而且作为案例、教材，可以从中获得经验，这就鼓舞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推动了人类共同的解

放事业。

四、结 语

在广播、电视未普及的长征时代，作为时效性最强的新闻媒介，报纸无疑是社会各界了解世界的最

重要媒介，较大地影响着世人的看法。从国外报纸丰富的英语史料研究红军长征，有利于深化红军长征

史的认识。

英美报纸的红军长征报道史，有着清晰的发展历程，他们报道红军长征，并非始终单一、平面化的形

象，而是嬗变、动态、多维立体的形象。基于政治、文化、维护自身远东利益等多种考虑，他们塑造的中共

和红军长征形象，呈现出具有自我功用性的异国形象。故这一形象既立足事实，又有一定臆想成分。纵

观当时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报道的全过程可见，英美对红军长征的认知是从抽象模糊的敌视开始，逐渐

形成了非友好的“赤匪叛乱”形象。随着红军西进不断推进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又逐步修正为“农民运

动”形象，到了1936年，该形象被塑造为“红色运动”，一个较为中立、正面的形象正缓慢地被塑造起来。

长征后期，由于对国民党的宣传质疑的加深，国内外正义人士开始寻求真相，而中共亦打破新闻封锁为

自己发声。同时日本侵华加剧，英美国家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英美报纸逐渐开始客观或正面的报

道与评论。英美报纸的红军长征形象，亦渐从模糊到妖魔化的负面形象得到纠正，让外界客观认识了红

军。这支由中共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军队，作风优良、不畏牺牲，积极抗日的正面形象也渐

趋清晰。

可见，20世纪30年代英美报纸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以实时新闻视角从“他者”角度持续进行追踪报

道，相较同期外国相关著作、杂志等报道，更具时效性、同步性与持续性，能更迅速、更全面反映红军长征

在世界传播开来的过程。同时，通过报道不自觉间形塑了中共及红军长征的形象，这一外国的“他塑”驳

斥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实报道，与中共报纸的形象“自塑”一起，有利于国外全面认知长征，影响了英美社

会对于中共、红军的认知，甚至成为后来认知中国的重要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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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ing Perception and Image Presentation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Newspapers（（1934-1936））

Wang Chua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Zhi Lingya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Red Arm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hieved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in the 1930s, which was widely repor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at that time. A re‐

view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newspaper coverage from the same period reveals the image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constructed by these outlets. Their coverage evolved from initial ignorance and distortion, via 

mid-stage doubt and speculation, and ultimately to relative clear and objective accounts.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also gradually changed from early abstract, vague and hostile labels such as "red 

bandits" and "rebellion", to mid-period depictions of "peasants" and "guerrillas", and finally to a relatively 

neutral and objective narrative of "Red Movement" characterized by terms such as "Red Army", "march" an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etting aside their bias, incomplete news information, and improper 

diction, their coverage, to a certain extent,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objective image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playing a historical role in refuting the Kuomintang propaganda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un‐

derstanding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Key words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British and American newspapers; image of the Red Arm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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